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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后国民政府对东北军的整编

菅先锋

内容提要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国民政府决定对东北军实行整编。 然而，整编的

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国民政府拆散西北“三位一体”联盟，将东北军东调豫皖苏，为实现

整编创造条件。 同时，国民政府坚持将东北军直隶中央，反对张学良、于学忠等人继续统

率东北军。 在蒋介石的强硬要求下，东北军新一一〇师被解散，一二九师经东北军各将领

协商，获得妥善安置。 东北军的整编有利于国家的抗日准备，因而得到中国社会舆论的普

遍肯定，直接反映出西安事变后对内团结息争、对外抗日御侮已经成为主流民意。
关键词　 东北军　 西安事变　 张学良　 蒋介石

１９３５ 年起，随着日本侵华加剧，中日民族矛盾加深，国民政府开始加紧进行抗战准备，抗战战

略转向积极。 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的抗日准备涉及政治、军事、经济等诸多方面。① 在军事

方面，对地方实力派军队的整编构成国民政府抗日准备的重要内容。 目前，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多集

中于国民政府对刘湘统率的四川军队开展的川康整军②，对东北军的整编则关注不足。 有关东北

军的论著虽然对西安事变后东北军整编多有提及，但均未进行深入探讨与全面考察。③ 有鉴于此，
笔者拟以台北“国史馆”馆藏档案为主要资料来源，同时参酌其他相关文献，对西安事变后至卢沟

桥事变前的东北军整编问题进行详细梳理与考察，以期深化东北军研究，丰富今人对于国民政府抗

日准备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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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的抗日准备情况，参见张宪文等：《中华民国史》第 ２ 卷，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第

３５８—３６５ 页；乐嘉庆、姜天鹰：《评抗战前夕国民党南京政府的抗日准备》，《复旦学报》１９８７ 年第 ５ 期；袁武振、梁月兰：《１９３５—
１９３７：南京国民政府抗日准备述论》，《史学月刊》１９９５ 年第 ３ 期。

相关研究成果有文建辉：《略论川康整军的积极一面》，《重庆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０５ 年第 １ 期；余志君：《试论 １９３７ 年的川

康整军会议》，《黑龙江史志》２００９ 年第 １８ 期；黄天华：《“整军即所以抗日”：蒋介石与 １９３７ 年川康整军会议》，《社会科学研究》
２０１６ 年第 ５ 期；刘颖：《何应钦与一九三七年川康整军》，《贵州文史丛刊》２０１７ 年第 ２ 期；裴世东：《１９３７ 年川康整军探究》，《成都

理工大学学报》２０１７ 年第 ５ 期。
相关论著有张德良、周毅主编：《东北军史》，辽宁大学出版社 １９８７ 年版；陆军、杜连庆：《张学良与东北军》，辽宁人民出版

社 １９９１ 年版；刘祖荫、连军、常景兴：《张学良和东北军五十七军》，华文出版社 １９９３ 年版；王春林：《西安事变后东北军的蜕变及原

因》，《东北大学学报》２００９ 年第 １ 期；胡玉海、范丽红：《东北军论析》，《东北大学学报》２００８ 年第 ４ 期。 另外，一些研究西安事变

的论著亦涉及东北军的整编，如李云汉：《西安事变始末之研究》，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 １９８２ 年版；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

良与中共关系之谜》，江苏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刘维开：《国难期间应变图存问题之研究》，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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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西安事变后东北军东调豫皖苏

１９３６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张学良护送蒋介石离开西安，西安事变获得和平解决。 但是，张学良到南

京后旋即被扣，国民政府对西安事变的善后工作随之开始。
１９３７ 年 １ 月 ５ 日，国民政府颁布《陕甘军事善后方案》，划分陕甘地区国民党中央军、杨虎城十

七路军与东北军的驻地，规定东北军各部一律恢复 １９３６ 年 １２ 月 １ 日以前原位置。① １ 月 ６ 日，国
民政府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对《陕甘军事善后方案》提出补充办法，要求“东北军全部应先调集甘境，归
王树常节制指挥，并负责整理”。② 国民政府要求东北军向西集中驻扎甘肃，目的是使东北军尽快让

出西安和关中，以便中央军进驻，掌控西北局势。
然而，１ 月 ７ 日，张学良在致蒋介石函电中提出两种不同情况下东北军的调派方向。 若国民政

府继续“剿共”，则“调东北军全部驻开封、洛阳或平汉线上整理训练，担任国防工程”；如国民政府

放弃“剿共”，则“调东北军驻豫、鄂一带整理训练，担任国防”。③ 此时，张学良的主张背离了西安

事变爆发前与十七路军、红军三方联合，建立所谓“三位一体”的共同利益。 张学良的动机与意图

是设法解除蒋介石和南京方面的怀疑而使自己获得自由。④ 稍后，蒋介石参酌张学良意见，拟定

甲、乙两案，供西安方面择一执行。 甲案规定，东北军全部调驻甘肃。 乙案规定，东北军全部调驻豫

皖两省，集中于南阳、襄樊、信阳一带。⑤ 甲案是西调方案，乙案是东调方案。
但是，杨虎城对蒋介石的方案并不满意。 １ 月 １６ 日，他向蒋介石提出新的方案。 该方案不仅

提出释放张学良回陕西和中央军撤退等要求，而且也隐含排除国民政府势力、继续维持西北“三位

一体”之半独立局面的意图，等于完全否决了国民政府颁布的方案，自然招致南京方面的反对。⑥ １
月 １９ 日，蒋介石致函杨虎城，痛斥其方案“割裂军政，破坏统一，以造成西北为特殊区域”，“不许中

央过问西北之一切，亦无异使陕甘不为国家军令政令所及之陕甘，直欲使西北沦亡为东北之续”。
蒋介石明告杨虎城三点：第一，“西北尤其陕西为北方国防之根据”，“中央无论如何决不能放弃西

北”；第二，关于张学良回陕问题，“勿再作此不可能之要求”；第三，“集中国力应无害于国家之统

一，而不能假此以遂其把持割裂之私图”。⑦ 张学良亦反复劝说杨虎城接受甲案。⑧ 在内外压力之

下，杨虎城同意执行甲案，并派出代表与国民政府代表、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在潼关展开谈判。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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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应钦转发“陕甘军事善后方案”致刘峙顾祝同密电》（１９３７ 年 １ 月 ５ 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云南省档案馆、陕西省

档案馆合编：《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 １９８６ 年版，第 ９４—９５ 页。
《何应钦关于陕甘各军驻地区分补充办法致刘峙顾祝同密电》（１９３７ 年 １ 月 ６ 日），《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 ９５ 页。
《张学良致蒋介石函》（１９３７ 年 １ 月 ７ 日），方庆秋、陈宝珠编选：《有关西安事变后“陕甘善后问题”政治解决经过的函

电》，《民国档案》１９８６ 年第 ４ 期，第 ８ 页。
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第 ４２０ 页。
《蒋介石修订的解决陕事之方案》（１９３７ 年 １ 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 ５ 辑第 １ 编，

“政治”（５），江苏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４ 年版，第 ８３９—８４０ 页。
杨虎城的方案之具体内容参见：《杨虎城关于派员呈送解决陕事方案致蒋介石函件》（１９３７ 年 １ 月 １６ 日），《西安事变档

案史料选编》，第 ９８—１００ 页。
《蒋介石指斥杨虎城等提出的解决陕事办法为“割裂军政破坏统一”函》 （１９３７ 年 １ 月 １９ 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

编》第 ５ 辑第 １ 编，“政治”（５），第 ８５８—８６２ 页。
《张学良致于学忠等函稿》（１９３７ 年 １ 月 １９ 日），郭院林、焦霓选辑：《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藏张学良有关西安事变档案选

编》，《民国档案》２０１８ 年第 ２ 期，第 ６ 页；《张学良促前方各将领接受“移防”命令并依限撤退电》 （１９３７ 年 １ 月 ２７ 日）、《张学良关

于陕事请按蒋意旨及前方商定办法实施致于学忠等函》（１９３７ 年 １ 月 ２９ 日），《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 １５０—１５１、１５３ 页。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贾自新编撰：《杨虎城年谱》，中国文史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版，第

４１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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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复杂、艰难的交涉，杨虎城终于决定从前线撤兵。
不幸的是，东北军内部元老派、少壮派之间围绕营救张学良问题出现主和与主战的严重分歧，

酿成二二事件。 元老派王以哲、何柱国等人主张先从前线撤兵，再谋求营救张学良。 与之相反，少
壮派孙铭九、应德田等人则坚持先营救张学良回陕，甚至不惜为此与中央军一战。 少壮派将营救张

学良和从前线撤军两事完全对立，不愿在未救出张学良的情况下遽然撤军。 他们非常清楚，如欲实

现“先救张”的目标，必须设法排除来自元老派的阻碍。 当少壮派“清楚地听到主和决定时……简

直不能容忍，认为这几个主和的人是他们主战的阻力，不除去这几个人，一切都完了”。① 在这一偏

执思维的主导下，少壮派决定铤而走险，杀掉主和的王以哲等人。 ２ 月 ２ 日，少壮派枪杀王以哲，坚
持不撤兵，意图营救张学良。

但是，二二事件不仅未能实现少壮派的既定目标，反而引起元老派的激烈反弹。 二二事件发生

后，元老派展开肃军行动，赞成甲案的少壮派受到沉重打击。 不仅如此，二二事件还使元老派丧失

对中国共产党和杨虎城的信任，动摇了“三位一体”内部的关系基础。 二二事件之后，东北军元老

派转而倾向于执行乙案。 ２ 月 ５ 日，元老派于学忠、何柱国、缪澄流、刘多荃在高陵共议，决定接受

蒋介石的乙案，东北军开出潼关。② ２ 月 １４ 日，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陈诚致电蒋介石、何应钦，也提到

“东北军各部均不愿西调，最好东调，调防时可由一〇五师及六十七军开始”。 陈诚认为，“中央如能充

分体察其下情，因势利导，示之以信而安其心，则将东北军分别东调陇海平汉津浦各路，非不可能”。③

此时，中共非常希望东北军执行甲案，继续留在陕甘地区，维持“三位一体”之存在。 ２ 月 ４ 日，
周恩来致电张闻天、毛泽东、朱德、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指出“东北军因王以哲遇害愈加分化，
张学良更难回来，东北军有东调安徽的可能”，并提出党的方针是，“坚持三位一体，团结到底，东北

军开甘肃以避免分裂”。④ ２ 月 １９ 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以及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分
析蒋介石对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分化政策，建议我党应采取的对策是：团结东北军，促其全部开入甘

肃境内，避免被蒋介石分割；巩固和训练十七路军现有部队。 ２ 月 ２１ 日，中共中央复电同意。⑤ ２
月 ２４ 日，缪澄流告知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一、杨赤两方不时派员赴东北军各部勾煽离间，
极力反对单独东开；二、彭德怀致缪、刘养午电，请仍保持三位棚〔一〕体。”⑥

然而，国民政府决意将东北军东调，并借此拆散“三位一体”之联盟，消除其在西北统治的巨大

威胁。⑦ 陈诚力主此方案。 一方面，陈诚指出，缪澄流、刘多荃等愿意东调，令东北军东开不存在客

观困难：“据缪澂〔澄〕流、刘多荃迭次派员称，高陵一带，大军云集，为日甚久，粮秣给养，极感困难，
现已至罗掘俱穷，军民交困之境。 部队本身，固立盼即日奉命东调；民众方面，亦甚望部队早日离

开，若再迟延日久，深恐激成他变。 同时并对东北军一二高级将领，要挟中央，壅塞下情，羁延时日，
不顾前方实际情形，以自便其私图者，深致不满。 窥其意亟愿直接中央，甚为诚恳。 受命东开，绝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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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鼎：《谈西安事变》，《西安事变资料选辑》，西北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西安地质学院中共党史组、八路军西安

办事处纪念馆 １９７９ 年编印，第 ３０８ 页。
贾自新编撰：《杨虎城年谱》，第 ４２６ 页。
《电呈委员长蒋部长何报告东北军近状及整理意见》（１９３７ 年 ２ 月 １４ 日），《陈诚回忆录———抗日战争》，东方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第 ４２９ 页。
《周恩来致张闻天、毛泽东、朱德、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电》（１９３７ 年 ２ 月 ４ 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

（１８９８—１９４９）》（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版，第 ３５７ 页。
《周恩来致中共中央书记处并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电》（１９３７ 年 ２ 月 １９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周恩来电》（１９３７ 年 ２

月 ２１ 日），《周恩来年谱（１８９８—１９４９）》（上），第 ３６０ 页。
《何应钦致蒋中正电》（１９３７ 年 ２ 月 ２５ 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００２ － ０９０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４ － ３６４。
《蒋介石日记》（手稿），１９３７ 年 １ 月“本月大事预定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藏，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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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另一方面，陈诚强调，令东北军东开对于瓦解“三位一体”可以发挥重要作用：“职意西北善

后，似宜从速解决，赢得时间，准备国防，较为有利。 且长此拖延，非但一切因之搁置，且于所谓三位

一体者，更不知何日得以解决，自然害多利少。”①“今杨（杨虎城———引者注）负固三原，仍在暗中

活动，以期复起”，“东北军如能次第东调，直接中央，则封建残余如杨者，必无能为也”。② 此外，陈
诚还指出执行甲案、令东北军西开甘肃之危害：“以共党之想得渔利，杨虎城之封建野心，东北军之

虚骄自大，纵一二老成谋国者，亦难有兼容并包之良策。 即退一步言，纵一时接受甲案，试问如此庞

大之集团，将来如何善其后？”③陈诚因而建议蒋介石，“即令东北军全部，或先令刘多荃率领第一〇

五、第一二九两师，缪澂〔澄〕流率领第一〇九、第一一一、第一一二、第一二〇等四师即日东开，以
解其实际之苦，而坚其效顺之情。 又第一〇七、第一〇八、第一一七等三师，令其东开，亦极有把

握”。④ 卫立煌亦敦请蒋介石及早下令东北军东调，“东北军大部抽调以后，西北问题迎刃而解，似
未宜待杨、赤同时解决”。⑤

事实上，蒋介石亦有将东北军东调之决心，但他认为，最好令东北军直接来电请求东调，然后再

下令较妥。⑥ ２ 月 ８ 日，蒋介石致电顾祝同，指示安置东北军办法，“总以调驻豫鄂皖省区为唯一方

针”，但该办法“不可轻示，必须间接试探，或由东北军自动请求出此方妥，若当地环境以为未到其

时，则不如暂不启口也”。⑦ 蒋介石虽有将东北军调驻豫鄂皖之想法，但对于提出方式却是慎之又

慎，这大概是担心，该案若由南京方面提出，会招致东北军的反对，适得其反。 是时，于学忠电告麇

集平、津的东北人士提供意见，王树翰、刘尚清、王树常、万福麟、刘哲、莫德惠、马占山等数十人于天

津王树翰宅邸会商甲、乙两案，决议以东调江苏、安徽两省为佳。⑧ 蒋介石遂接受该建议，决定令东

北军移驻豫东、皖北及苏北地区。⑨ ２ 月 １４ 日，何柱国代表东北军到达南京，会见蒋介石，又到溪口

会见张学良，最后决定改变原执行甲案的协议，将东北军西调改为东调。�I0
经过多方力量之博弈，东北军东调成为定局。 ３ 月初，西安行营制定关于东北军移防与输送的

详细计划。�I1 ３ 月 ３ 日，东北军开始东调。 驻高陵一带的五十七军徒步行军至渭南车站登车，沿陇

海路东开，再南下周口、淮阳、太康一带。 一〇五师移驻河南南阳，六十七军移驻安徽阜阳、涡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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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呈委员长蒋请速解决西北问题并令东北军东开》（１９３７ 年 ２ 月 ２２ 日），《陈诚回忆录———抗日战争》，第 ４３０ 页。
《电呈委员长蒋痛陈西北问题宜彻底解决不可苟求一时之安定》 （１９３７ 年 ２ 月 １５ 日），《陈诚回忆录———抗日战争》，第

４３０ 页。
《电呈委员长蒋请速下决心解决西北共党》（１９３７ 年 １ 月 ２７ 日），《陈诚回忆录———抗日战争》，第 ４２７—４２８ 页。
《电呈委员长蒋请速解决西北问题并令东北军东开》（１９３７ 年 ２ 月 ２２ 日），《陈诚回忆录———抗日战争》，第 ４３１ 页。
《卫立煌致蒋中正电》（１９３７ 年 ２ 月 １７ 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００２ － ０８０２００ － ００４７９ － ０９７。
《电呈委员长蒋请速解决西北问题并令东北军东开》（１９３７ 年 ２ 月 ２２ 日），“附委座复电”，《陈诚回忆录———抗日战争》，

第 ４３１ 页。
《蒋委员长致顾祝同主任指示安置东北军以调驻豫鄂皖省为方针电》 （１９３７ 年 ２ 月 ８ 日），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 ９５

辑·西安事变史料》下册，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１９８３ 年版，第 １５４—１５５ 页。
田雨时：《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致于学忠长函———兼述我奔走西安事变善后的一段经过》，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 ９５

辑·西安事变史料》下册，第 ２２４—２２５ 页。 田雨时在该回忆文章中称：“中央提出善后办法，甲乙两案，希就中择一执行：甲案系从

西北调出全部东北国军，移驻江苏、安徽整训，并设立江苏绥靖公署，改组安徽省政府，安置东北军政人员；乙案系东北国军集驻

陕、甘边境，并保持甘肃省政府现状。”田雨时显然是将甲、乙两案混淆了。 他称，天津会议决定，“为与共党隔离免疫，有助国家统

一，建议接受甲案”，实际是接受东北军东调的乙案。 关于此次东北人士的天津会议，李云汉、刘维开亦在各自著述中有所提及，史
料来源皆为田雨时的回忆文章。 参见李云汉：《卢沟桥事变》，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１９８７ 年版，第 １４１ 页；刘维开：《国难期

间应变图存问题之研究》，第 ３８５ 页。
李云汉：《卢沟桥事变》，第 １４２ 页。
张德良、周毅主编：《东北军史》，第 ４２９ 页。
《何应钦呈蒋中正》（１９３７ 年 ３ 月 ４ 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００２ － ０８０２００ － ００４８０ － ０２３，第

１—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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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一军从兰州移防，先到蚌埠，不久移至苏北淮阴一带。 迄至 ４ 月下旬，东北军移防完毕。 骑兵

军仍驻陕西咸阳，五十三军仍驻河北保定。① ４ 月 ２８ 日，国民政府明令特派何柱国为西安行营副主

任，于学忠为江苏绥靖公署主任，王树常为豫皖绥靖公署副主任。② 为谋地方军政配合方便，国民

政府又任命东北耆宿刘尚清为安徽省政府主席。③

二、 围绕整编重大原则的博弈

东北军既已东调，国民政府决定对之实行整编。 在开始整编前，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对东北军的

管理方式，即由谁来统率、领导东北军？ 这涉及整编之重大原则。 当时，存在三种可能与选择：一是

放归张学良，令其继续统率东北军；二是令张学良的中意人选于学忠领导东北军；三是让东北军直

隶中央，由国民政府直接领导。 前两种方式是继续维持东北军作为一个独立的军事集团，而第三种

管理方式则是要取消东北军的独立性，实现军队的国家化。
对于第一种管理方式，张学良的确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处长戴笠透露过，

希望国民政府“仍准其带东北军，即在陕甘边区训练，准备抗日”。④ 但是，它的实现需要满足一个

前提条件，即东北军将领欢迎和接受张学良的继续领导。 然而，随着张学良遭扣和二二事件的发

生，东北军将领对张学良表现出某种程度的离心倾向。 时已脱离东北军的炮兵旅旅长黄永安与东

北军各将领密洽后得出结论：“各将领经二二事变后，对汉卿印象极坏，均不愿其回陕。”⑤１９３７ 年 ２
月 １４ 日，陈诚致电蒋介石、何应钦称：“东北军对张汉卿已无信仰。 自王以哲被戕后，尤其扫地无

余，所谓要求放张回陕云云，不过少数老人面子事，实则都不愿其再回部队，主持一切，以免再受其

害。”⑥可见，张学良难获东北军将领的支持。 再者，张学良仍处幽禁状态，国民政府虽然在 ２ 月 １７
日下令恢复其公职，但并没有恢复他的自由。⑦ 另外，中央军将领亦有人反对让张学良重新统率东

北军。 例如，豫皖绥靖公署主任刘峙即致电蒋介石，“为惩前毖后计，总望钧座睿衷独断，无论张学

良如何请求，决勿再予以实际职权”。⑧

对于第二种管理方式，于学忠曾做出过一定的努力。 于学忠要求以他本人任豫皖绥靖公署主

任，兼统率全体东北军。 他解释称，此项要求“完全为汉卿主张，然亦顾墨三在西潼会议面许何柱

国者”。 至于其本意，“则不有损人格的爱国条件下，关于权利地位问题，实无可无不可”。⑨ 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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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德良、周毅主编：《东北军史》，第 ４３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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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云汉：《卢沟桥事变》，第 １４３ 页。 关于西安事变后国民政府任命刘尚清为安徽省政府主席一事，参见王春林：《西安事

变后刘尚清的主皖》，《安徽史学》２０１８ 年第 ３ 期。
《戴笠呈蒋中正》（１９３７ 年 ２ 月 １０ 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００２ － ０８０１１４ － ０００１４ － ０１１，第 １ 页。
《祝绍周致蒋中正电》（１９３７ 年 ２ 月 １８ 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００２ － ０８０２００ － ００４７９ － ０８５，

第 １ 页。
《电呈委员长蒋部长何报告东北军近状及整理意见》（１９３７ 年 ２ 月 １４ 日），《陈诚回忆录———抗日战争》，第 ４２９ 页。
《行政院奉发国民政府恢复张学良公权的训令》（１９３７ 年 ２ 月 １８ 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 ５ 辑第 １ 编，“政治”

（５），第 ８９１ 页；《蒋中正致何应钦电》 （１９３７ 年 ２ 月 １１ 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００２ － ０８０２００ － ００２７６ －
０７３。

《刘峙致蒋中正电》（１９３７ 年 ３ 月 ２０ 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００２ － ０８０２００ － ００４８０ － ０７２。
《徐永昌日记》第 ４ 册，１９３７ 年 ４ 月 １２ 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１９９１ 年版，第 ４３—４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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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学忠拒绝按蒋介石之意带领五十一军就任安徽省政府主席①，并亲自致函东北军将领何柱国、董
英斌、米春霖等人，要求东北军支持他担任豫皖绥靖公署主任。②

然而，于学忠统率全体东北军一事，实际上面临诸多困难。 首先，东北军内部对此意见不统一，
甚至存在反对声音。 东北军内万福麟、刘多荃等将领对接受于学忠之统率颇有不同意见，“万寿山

代表反对孝侯，而刘多荃电报亦以张出则可，否则各军各归中央可也”。③ 于学忠虽生于旅顺，但祖

籍山东蓬莱，他早年加入毅军，后入直系吴佩孚麾下，直到 １９２７ 年北伐战争期间，直系势力瓦解后

才投入奉系阵营。 如于学忠本人所言：“我在直系为后起，在奉系则客籍。”④或许是因为于学忠之

出身与资历，作为东北军内元老人物的万福麟不愿归其领导。 至于一〇五师师长刘多荃，他认为张

学良复出，则东北军归张学良统率，否则东北军各军应归中央直接指挥。 刘多荃代表东北军将领表

达过对于学忠的看法：“东北军将领并无拥戴于孝侯为第二领袖之必要，但对于亦无恶感，仍望中

央予以相当位置，以全于之颜面，免少数人借为口实，以资挑拨。”⑤如此，东北军在于学忠担任豫皖

绥靖公署主任和统率全体东北军两事上提供的支持自然是有限度的。 此外，东北军骑兵师师长郭

希鹏还对于学忠谋任豫皖绥靖公署主任一事表示过反对。⑥

其次，国民政府方面不愿批准。 何应钦表示，“孝侯欲豫皖绥靖主任，且统率全东北军，两事皆

难照办”。⑦ 陈诚亦认为，“中央对东北军决调豫皖，并以于学忠为两省绥靖主任，何柱国为省主

席……此种办法宽大乎？ 奖乱乎？ 固为顾虑赤匪，然亦不应出此”。⑧ 让于学忠担任豫皖绥靖公署

主任一事，在国民党中央和地方皆遇到不小阻力。 ４ 月 １０ 日，蒋介石致电顾祝同称：“至孝侯任豫

皖主任一节，原驻豫皖之高级将领皆不赞成。 中央同人亦以赏罚不公，无以持后相责，故至今不能

提出，势非变更不可。”⑨

关于于学忠任职一事，４ 月 １４ 日，蒋介石与徐永昌晤谈，决定任命于学忠为江苏警备司令，驻
扎江北。�I0 １６ 日，蒋介石致电徐永昌、何应钦，建议任命于学忠为江苏警备司令兼淮海绥靖公署主

任。�I1 然而，因为警备司令地位在省主席之下，须受省主席之指导，于学忠不愿担任该职，遂找人说

项，设法补救，“拟请改为警备总司令或绥靖主任”。�I2 最后，２８ 日，国民政府正式任命于学忠为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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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７ 年 ４ 月 ８ 日，徐永昌在日记中写道：“蒋先生当面令孝侯带其五十一军就皖主席，孝侯言就主席之困难，意欲统率全

东北军，谈话无结果，嘱其到京与余讨论云云。”参见《徐永昌日记》第 ４ 册，１９３７ 年 ４ 月 ８ 日，第 ４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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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学忠：《我在北洋时期与直系奉系的关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 ５１ 辑，中国文史出版

社 １９８６ 年版，第 １９３—２１４ 页；《于学忠》，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李新等主编：《中华民国史·人物

传》第 ７ 卷，中华书局 ２０１１ 年版，第 ４６５９—４６６０ 页；杨颖奇、郭必强主编：《民国军事将领百人传》，南京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第 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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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 年版，第 １１５ 页。
《蒋中正致顾祝同电》（１９３７ 年 ４ 月 １０ 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００２ － ０２０２００ － ０００３１ － ０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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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绥靖公署主任。① 江苏绥靖公署主任的职责权限是指挥苏北地区的驻军②，而在当时，除于学忠

所部五十一军驻扎苏北地区外，东北军大部（四十九军、五十七军、六十七军）皆驻防豫皖，归刘峙

指挥。③ 由是，于学忠统率东北军之议在内外阻力下未能实现。
对于第三种管理方式，在讨论过程中没有遇到太多阻力。 早在 １９３７ 年 ２ 月 １４ 日，陈诚就提出

整编东北军的三大原则：１． 以军为单位，直隶中央；２． 人事权直接归国民政府军政部；３． 指挥权归行

营。④ 陈诚认为，应改变东北军一直以来“兵归将有”的军阀属性，将之整编为中央直接统率和领导

的国家军队。 东北军内，刘多荃亦明确主张，“过去集团形势应该打破，各军在中央指挥之下各自

集中训练为正当原则”。⑤ ４ 月 ２０ 日，刘多荃、缪澄流、吴克仁向陈诚表示，“愿直接中央，不受任何

人之操纵”。⑥ 实际上，东北军内部对此并非没有反对意见，仍有人希望维持独立性。 ４ 月 ２５ 日，
东北军将领董英斌、洪钫联名致电西安事变发生后在北平的东北重要人士组成的北平图存学会称：
“现事迫切，极〔亟〕盼各军师长能有联衔电中央自愿禀〔秉〕公维持原案之表示，以挽时局。”他们

恳请北平图存学会从事以下工作：１． 联络华北地方实力派宋哲元、韩复榘、阎锡山为东北军向中央

缓颊。 ２． 推动北平、天津各东北元老发电劝说东北军各军师长尽快表态。 ３． 推动北平各东北团体

发电劝说东北军各军师长维持独立性。⑦ 然而，董英斌、洪钫的努力收效甚微，于事无补。 国民政

府最终决定将东北军直隶中央。
除重大原则外，对东北军之整编还涉及两个具体问题，即如何处理新一一〇师和一二九师。

１９３５ 年 １０ 月，东北军一一〇师在陕北劳山战役中为红军所歼，部队番号遭蒋介石撤销。 西安事变

期间，张学良成立抗日先锋队，命孙铭九为总队长、赵龙韬为参谋长，下辖 ３ 个支队。⑧ 抗日先锋队

官兵政治素质好，抗日热情高，与红军联系密切，因此被视为东北军的“红帽子”部队。 二二事件

后，董英斌告诉赵龙韬，“先锋队这个部队名称已引起内外的普遍嫉视，必须改变，省掉麻烦”，最后

决定将抗日先锋队改编为新一一〇师，原 ３ 个支队改编为两个团，张政枋任师长，赵龙韬继续担任

参谋长。⑨

新一一〇师系由抗日先锋队改编而来，由东北军少壮派领导，且与中共有关联，蒋介石因而对

其尤具戒心，甚为忌惮。 １９３７ 年 ４ 月 ２６ 日，蒋介石致电何应钦、刘峙，要求对新一一〇师“特别防

范，先取严密监视之布置为要”。�I0 ５ 月 １ 日，蒋介石再次致电刘峙，要求“应切实准备解决部署，勿
使漏网。 凡对该师之各地监视部队，应切实连〔联〕系，约定特别方法，俾得时时联络，但此时切勿

２５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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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⑧
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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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四月二十八日各项人事任免命令》（１９３７ 年 ４ 月 ２８ 日），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 ９５ 辑·西安事变史料》下

册，第 １６３ 页。
胡博、王戡编著：《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陆军通览（１９３７—１９４５）》，中国文史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版，第 １１ 页。
１９３７ 年 ４ 月 １６ 日，蒋介石致电徐永昌、何应钦，强调“豫皖驻军概归豫皖绥靖公署节制指挥”。 言下之意，即是令驻豫皖

之东北军各部归豫皖绥靖公署主任刘峙指挥。 参见《蒋中正致徐永昌、何应钦电》（１９３７ 年 ４ 月 １６ 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

正总统”文物档案，００２ － ０９０１０６ － ０００１２ － １０１。
《电呈委员长蒋部长何报告东北军近状及整理意见》（１９３７ 年 ２ 月 １４ 日），《陈诚回忆录———抗日战争》，第 ４２９ 页。
《刘峙致蒋中正电》（１９３７ 年 ４ 月 ７ 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００２ － ０９０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５ － ２２７，第 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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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龙韬：《抗日先锋队被改编的经过》，吴福章编，何柱国等著：《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 １９９６ 年版，第 ５６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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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中正致何应钦、刘峙电》（１９３７ 年 ４ 月 ２６ 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００２ － ０１０２００ － ００１７４ －

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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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张疏洩”。① 同日，蒋介石电告徐永昌、何应钦，新一一〇师“分子太复杂恶劣，现仍为反动宣传，
而且四出挑拨，该师非彻底整顿不可”。 东调后，新一一〇师配属五十一军，驻扎于皖北蒙城、蚌埠

一带，蒋介石要求徐何二人嘱咐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新一一〇师“万不能调赴苏北，煽惑淮工，贻
害地方”，五十一军其他各师应迅即移驻苏北，而留新一一〇师“暂驻蒙城原地勿调”。② 蒋介石主

张，新一一〇师“即在现驻地点由中央负责处置，以免害国殃民”，如其已移动，应由国民政府军事

委员会派员督令限期解散。③ 在蒋介石的命令到达五十一军前，新一一〇师已经随五十一军开赴

苏北，驻扎睢宁。 此后，于学忠将张政枋调离，并将新一一〇师官兵编入五十一军各部，引起张政枋

不满。 但蒋介石仍坚持解散该师的既定方针，并要求驻扎徐州、宿州的中央军第一军胡宗南部，
“对睢宁准备进剿，时刻探报其情况为要”。④ 最终，在蒋介石的强大压力下，于学忠被迫取消新一

一〇师的部队番号。
另一个问题是如何安排一二九师。 东北军一二九师原隶属驻扎于河北的万福麟五十三军，后

调入陕西。 东北军东调前，经蒋介石核准，一二九师配属刘多荃四十九军，万福麟对此表示不满，要
求将一二九师调回河北，归还五十三军建制。 ５ 月 ３ 日，国民政府交通部部长俞飞鹏致电蒋介石，
提到“上年由万福麟部调二师入陕，现一师在缪澂〔澄〕流处，一师在刘处，万颇不满”，请蒋介石予

以注意。⑤ 然而，刘多荃颇不愿该师调回河北。 他在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

主任兼侍卫长钱大钧谈话时称：“军队系国家军队，钧座如认为对华北有敷衍必要，则调归万军，如
无必要，则一并整理。”钱大钧认为刘多荃“其意似不欲调回，而表面听命于钧座”。⑥ 卫立煌主张

一二九师应继续隶属四十九军。 他向蒋介石陈述理由：“东北军服从中央，以刘、缪两军长主持最

力……刘对此事（指万福麟请调一二九师回河北一事———引者注）曾表示，其部队早已归还中央，
一切调遣唯钧座之命是听，其公忠体国之心昭然若揭。”一二九师各级军官对调回河北也抱有顾

虑，“诚恐一旦回冀，则此后人事上必多调迁，颇呈不安之状态”。 卫立煌因而请求蒋介石“仍以该

师隶属刘军，维持在陕原议，以昭大信，藉慰士心”。⑦

与卫立煌一样，刘峙、陈诚等人亦不主张一二九师归还五十三军，所不同者，他们更多是从有利

于东北军整编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 四十九军辖一〇五师和一二九师，共 １２ 个团，准备改编为四

团制之两个师。 如果一二九师归还五十三军，那么四十九军就仅剩余 ９ 个团，“编为二师不足，编
为一师有余，事实上确有困难”。 更复杂之处在于，一二九师归还与否还涉及东北军经费问题，“惟
冀察政会补助东北军经费每月约三十万元，向由万转发一二九师，若不归还，恐宋明轩碍于寿山面

子，不肯将经费拨由中央转发，则经费上又生问题”。 如何安排一二九师，诚非易事。 ５ 月 ８ 日，何
应钦电告蒋介石，“此事迄无两全办法，现尚在筹商中”。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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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中正致刘峙电》（１９３７ 年 ５ 月 １ 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００２ － ０１０２００ － ００１７５ － ００４。
《蒋中正致徐永昌、何应钦电》（１９３７ 年 ５ 月 １ 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００２ － ０８０２００ － ００２７８ －

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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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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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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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一二九师归还万福麟问题，到 ５ 月中旬，经东北军将领于学忠、缪澄流、吴克仁、刘多荃详

细研讨，商妥解决办法：“各军均以十一个团编为四团制之两个调整师，万部现仅九团，而将刘军之

一二九师拨两团予万，凑成十一个团之数，再由缪军拨出一团予刘，亦补足十一团。”该办法获

蒋介石批准。 至此，东北军整编各事商洽定妥。①

三、 整编的实施与评价

国民政府依照制订计划、成立机构、召开会议等步骤实施对东北军的整编。 １９３７ 年 ４ 月 ８ 日，
何应钦与刘峙、陈诚、卫立煌等会商，拟定《分期整理东北军计划大纲》（以下简称“《大纲》”），于次

日呈报蒋介石，４ 月 １０ 日获蒋介石批示同意。② 《大纲》首先规定整理东北军的基本方针：“一、纠
正过去东北军封建观念，使逐渐变成国家武力，能担负国防上责任，以作收复失地之先锋为主旨。
二、为顾虑事实之必要，先以军为最高单位，付与以较大之权能，一切人事、经理、教育诸大端直隶中

央，然后徐图整理改进，以合于国军之正轨。 三、使东北军诸闲职人员有所依归，上下官兵心理安

定。 四、灌输各级军官之国家民族思想，及服从中央、拥护领袖之精神。”根据上述整理方针，《大
纲》拟定具体实施办法，决定分两期对东北军进行整编。 第一期是自《大纲》出台之时起至 ４ 月底

止，主要任务是“确定隶属及指挥系统，各军建制、驻地及各单位经费数目与发放手续”。 关于东北

军的隶属及指挥系统，《大纲》要求东北军“各部以军为单位，直隶军事委员会，并受军政部、参谋本

部、训练总监部、豫皖绥靖公署之指挥”。 关于东北军各军建制，《大纲》提出“暂以移防时所编配之

各师而前此中央有案者为标准”。 具体为：四十九军暂辖一〇五、一二九两个师；五十一军暂辖一

一三、一一四、一一八三个师；五十七军暂辖一一一、一一二、一〇九、一二〇四个师；六十七军暂辖

一〇七、一〇八、一一七、一一五四个师。 至于东北军各军驻地，仍暂时按照移防时的规定执行，即
四十九军驻南阳、方城、唐河、沁阳各县，五十一军驻蒙城、凤台、寿县、颍上、霍邱、三河尖、固始各

地，五十七军驻西华、商水、太康、淮阳各县，六十七军驻涡阳、太和、阜阳、临泉、沈邱各县。 唯何柱

国之骑兵军“候令调豫”。 为强化对东北军的控制，《大纲》规定对东北军施行政治训练，“各军师恢

复政治训练，由军委会政训处统筹办理”。 第二期是自 ５ 月起至 ６ 月底止，按整理师编制对东北军

实行整编，要求“各军均改编为两旅四团制之师二个，其实施计划由各军长拟订呈核”。③

《大纲》出台以后，具体的整编工作随即展开。 ４ 月 ２９ 日，国民政府成立整军机构豫皖苏军事

整理委员会④，刘峙任主任委员，王树常、于学忠、商震、陈诚、庞炳勋、卫立煌、何柱国、刘茂恩、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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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何应钦致蒋中正电》（１９３７ 年 ５ 月 １８ 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００２ － ０８０２００ － ００４８２ － ０９０。
《何应钦致蒋中正电》（１９３７ 年 ４ 月 ９ 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００２ － ０９０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４ － ３６７，第 １—

４ 页；《何应钦呈蒋中正》（１９３７ 年 ４ 月 ９ 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００２ － ０２０２００ － ０００３１ － ０５８，第 １—９ 页；
《何应钦等致蒋中正电》（１９３７ 年 ４ 月 １０ 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００２ － ０８０２００ － ００４８１ － ０４４，第 １—４ 页。

《何应钦呈蒋中正》（１９３７ 年 ４ 月 ９ 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００２ － ０２０２００ － ０００３１ － ０５８，第

２—５ 页。
据张德良、周毅主编《东北军史》记载，豫皖苏军事整理委员会成立于 １９３７ 年 ４ 月 ２２ 日。 （参见张德良、周毅主编：《东北

军史》，第 ４３３ 页。）但事实上，该机构准确的成立时间是 ４ 月 ２９ 日，豫皖苏军事整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刘峙在 ６ 月 １ 日该机构首次会

议上致辞，明确提及：“本会自四月廿九日，奉到军委会训令后，即已成立。 第一次会议日期，原定五月十二日，适本席因奉令赴京，
乃延至今天开会，一切筹备，都觉草率，这是应向各位抱歉的。” （参见《豫皖苏三省军整会议已闭幕 　 刘峙致开会词原文》，《申

报》，１９３７ 年 ６ 月 ３ 日，第 ４ 版。）起初，该机构名称是“豫皖军事整理委员会”，但刘峙认为，“于学忠职务决定不在豫皖境内，其所

部五十一军或开淮海，恐其取巧规避。 拟请定名为豫皖苏军事整理委员会，于部自可一并整理”，获蒋介石批准，机构名称遂正式

确定为“豫皖苏军事整理委员会”。 参见《刘峙等致蒋中正电》（１９３７ 年 ４ 月 １９ 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
００２ － ０８０２００ － ００４８１ － ０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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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檀自新、缪澄流、刘多荃、吴克仁、胡宗南、曾万钟等任委员。① ５ 月 ７ 日，刘峙接受记者采访时

称：“豫皖苏军事整理委员会之性质，原为军委会委员长之咨询机关，仅负整理上之建议责任，整理

进行步骤，须向中央请示办理。 大约将先从驻防三省之旧东北军着手。 其他军队，如认为有整理必

要，当次第进行。 旧东北军原隶属西北剿匪总部，现该部业经裁撤，此后即直隶中央。 旧东北军现

有十余万之众，其编制、人事与饷章诸项，略与国军有别，此后当逐渐谋其整齐一致，使成为国家劲

旅。”②由此可见，该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整编刚刚东调开入豫皖苏三省的东北军，并兼及三省境内

其他驻军之整理。
６ 月 １—２ 日，豫皖苏军事整理委员会在开封举行会议，讨论东北军整编的具体事宜。③ 会议结

束后，东北军各部即遵令着手实施整编，至 ６ 月底基本完成。④ 在编制上，“即在使之与中央采取同

一之编制，俾军师长在范围内，可以充分发挥其权力，以增强各军之活动能力”。 具体整编方法为：
“依照各该军原有经费、武器、马匹，将各军一律缩编为两个师，每师四团，共计十个师，四十个团，
计裁减七个师十三个团。 至师属特种部队及各单位编制，均与二十六年 ‘调整师’ 编制大致

相同。”⑤

整编后的东北军采用调整师编制，每军二师，每师二旅，每旅二团。 具体编制情况为：四十九

军，军长刘多荃，辖一〇五、一〇九两个师；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辖一一三、一一四两个师；五十三

军，军长万福麟，辖一一六、一三〇两个师；五十七军，军长缪澄流，辖一一一、一一二两个师；六十七

军，军长吴克仁，辖一〇七、一〇八两个师；骑兵第二军，军长何柱国，辖骑兵第三、四、六三个师。 经

过整编，东北军被调出和被撤销的番号有：五十一军的一一八师、新一一〇师；五十三军的一一九

师；五十七军的一二〇师、一〇九师；六十七军的一一七师、一二九师；骑兵第二军第七师。 西安事

变后叛离东北军的一〇六师、骑兵第十师、炮兵第六旅、第八旅，均另立门户。 冯占海所部第六十三

军番号被撤销，仅保留九十一师番号，冯占海任师长。⑥

东北军通过整编，从过去的军阀武装转变为国家军队，实现“国军化”。 时人多站在国家和民

族的立场上，对东北军的“国军化”给予好评。 例如，《民声报》即发表社评《东北军“国军化”》，
从军队国家化与国家近代化的视角看待东北军整编问题，认为“在一个国家中决不能有二种制度

或是体系存在，尤其是军队，更非划一不可。 军队必须由国家直辖，决不能属于某个人，换一句话

说，全国军队都必须‘国军化’，这个国家才够得上称为近代式，不然，仍旧是一个群雄割据的混沌

局面而已”。 该社评将东北军“国军化”的重大意义概括为实现由“假统一”转变为“真统一”，指
出“从前只是表面上的统一，现在才算真正的统一”，希望东北军“明了自己所负的特殊使命，而
加紧训练，以期成为全国‘国军’的模范”。⑦ 《现代评坛》亦发表简评认为，东北军遵令东调和实

行整编，“不只表现了该军的决心，尤其表现了我民族复兴的征兆”，可以形成示范效应，成为“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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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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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中正致徐永昌、何应钦电》（１９３７ 年 ４ 月 １６ 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００２ － ０９０１０６ － ０００１２ －
１０１；《刘峙等致蒋中正电》（１９３７ 年 ４ 月 １９ 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００２ － ０８０２００ － ００４８１ － ０８４。

《刘峙抵京谒何应钦　 与于学忠何柱国等一度会晤　 互商整理三省军事进行步骤》，《申报》，１９３７ 年 ５ 月 ８ 日，第 ４ 版。
关于会议之详情，参见《豫皖苏三省军整会议昨开幕　 刘峙宣布分期整军方案　 通过各军整编实施程序　 定今日下午续

开二次会》，《申报》，１９３７ 年 ６ 月 ２ 日，第 ３ 版；《豫皖苏三省军整会议已闭幕　 各委分别发表意见　 讨论议案至为精密　 于学忠

有诚挚演说　 表示恪遵整军方案》，《申报》，１９３７ 年 ６ 月 ３ 日，第 ４ 版。
张德良、周毅主编：《东北军史》，第 ４３４ 页。
陈默：《全面抗战前（１９２８—１９３７）国民党军队的编制演变》，《军事历史研究》２０１１ 年第 ３ 期，第 ６９ 页。
张德良、周毅主编：《东北军史》，第 ４３４—４３６ 页。
《东北军“国军化”》，《民声报》，１９３７ 年 ５ 月 １７ 日，“社评”，第 １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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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军队实行‘国军化’的初步”。① 《西北论衡》也指出，东北军整编的意义完全在于“国军化”：
“今日全国军队，应完全国军化，打破向昔之保有相当独立性，而东北军之能首先接受整编，为全

国军队之模范，东北军将领态度之光明磊落，均足使全国国民欣慰兴奋……东北军经此整编后，
能更加训练，更加充实，蔚为国家劲旅，为国家将来担负更艰重之任务，全国国民对之实抱有绝大

希望。”②

在国民政府的强势主导下，东北军实现整编。 对于东北军将领服从整编，《中央日报》社评

予以高度肯定：“旧东北军部属，莫不恪遵命令，踊跃服从，师行所至，秩序井然，人民观感，为之

大变，其万福麟所部，且自动请求加入整理，其深明大义之精神，实予国人以共见，吾人于此，实
不胜其佩慰。”《中央日报》同时指出东北军整编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旧东北军之编制，向因历

史环境种种关系，未能与其他国军一律，此不独影响国家整个国防计划，即在旧东北军自身亦不

免有自外于国军之感，改良编制，实不容稍缓。”③与中方特别是国民党方面的评价聚焦于东北军

之整编对于实现军令统一、民族复兴的重大意义不同，日本方面的观察更侧重于此次整编对东

北军本身的影响。 《盛京时报》在报道 ６ 月初举行的豫皖苏军事整理委员会会议时强调，此次会

议“于国军化之名目下，将解消旧东北军之历史的实在，与军阀的集团”。④ 日方的态度颇值得玩

味，考虑到东北军的“国军化”整编有强化国民政府抗日准备之效果，《盛京时报》的言论存在挑

拨离间的意味。
东北军经“国军化”整编，发生根本性变化，褪去军阀色彩，由原来较为稳定的地方军事集团

迅速蜕变为彼此独立而直隶中央的数支军队。 东北军的这种蜕变，“有利于国民政府消除地方主

义和强化中央集权”，“使得南京政府在筹划抗战方略时少了一支地方势力的牵制，有利于国家的

统一和整合”。⑤ 但是，若从东北军本身的发展历史而言，西安事变后的“国军化”过程则是喜忧

参半、利弊并存的事情。 “国军化”从观念上消弭了东北军的乡土属性，进而割裂了东北军与东北

地域的情感纽带。 正是由于“国军化”，作为一个独立完整的政治军事集团的东北军不复存在，
“从此，东北军也就成为历史上的名词了”。⑥ 当然，作为实体意义上的东北军依然存在。 整编结

束未久，卢沟桥事变爆发，东北军迅即投入到抗击日本侵略的伟大民族解放战争之中，开始了新

的征程。

结　 语

“整军即所以抗日”，西安事变后对东北军实行整编是国民政府抗日准备的重要组成部分，也
是卢沟桥事变前中国内部抗日力量整合的一个缩影。 早在 １９３７ 年 １ 月，蒋介石就把“积极整军，继
续建立国防，强化军力”作为当年对内方针列入年度大事表。 为实现“平定西北，安定西南”，
蒋介石思考“东北军之切实统制”和“川军之改造与统制”两大问题。⑦ 依此，国民政府相继对东北

军和川军两大地方实力派军队进行整编。 相较而言，对东北军之整编呈现出更多的曲折性与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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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公：《东北军整理问题》，《现代评坛》第 ２ 卷第 １７ 期，１９３７ 年 ５ 月，第 ２ 页。
流寓：《东北军之整编》，《西北论衡》第 ５ 卷第 ５ 期，１９３７ 年 ５ 月，第 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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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春林：《西安事变后东北军的蜕变及原因》，《东北大学学报》２００９ 年第 １ 期，第 ６１、６５ 页。
何柱国口述，施文淇等整理：《何柱国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第 １８９ 页。
《蒋介石日记》（手稿），１９３７ 年 １ 月“本年对内方针”“民国二十六年大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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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性：
首先，对国民政府而言东北军是参加过西安事变的“叛军”。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东北军与

杨虎城十七路军、红军“三位一体”之联盟短期内仍然存在，国民政府欲实现对东北军的整编，必须

设法拆散“三位一体”联盟，将东北军调离西北。 然而，“三位一体”内部，中共和杨虎城均希望东北

军继续留在西北，东北军内部少壮派亦持同样主张，将东北军东调实际上面临巨大的阻力和困难。
但是，随着二二事件的发生，形势急转，东调得以实现。

其次，国民政府对东北军的整编，既涉及将其直隶中央这一重大原则问题，也牵涉对东北军个

别部队的处置与安排。 对于直隶中央，东北军内部存在反对声音，但国民政府在解决这一问题时处

于有利地位，且刘多荃、缪澄流等东北军元老均赞成直隶中央。 在整编过程中，如何处置与安排新

一一〇师和一二九师一度成为问题。 在蒋介石的强硬要求下，新一一〇师被解散，一二九师经东北

军各将领协商，获得妥善安置。
西安事变后的“国军化”整编使东北军的命运发生根本性转折。 整编后，东北军改变地方

实力派的属性，实现军队的国家化，以国家与民族的立场观之，这大大有利于国民政府的抗日

准备。 当时中国社会舆论普遍对东北军的整编给出积极评价，直接反映出西安事变后，对内团

结息争、对外抗日御侮已经成为主流民意，影响着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抗战

决策。
需要强调的是，东北军的整编固然有利于国民政府的抗战准备，但亦产生了负面影响。 在整编

过程中，刘多荃、缪澄流等元老派地位上升，张政枋等少壮派受到打压。 二二事件后，元老派与中国

共产党关系疏离，增加了战时中共对东北军统战工作的困难。 整编后，东北军的人事、经费、政工等

完全归国民政府掌握，实际上强化了蒋介石对东北军的控制。 更为重要的是，随着抗战中后期国共

摩擦与斗争剧增，东北军很难维持超然地位，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分裂乃至消亡。

〔作者菅先锋，江苏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王来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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